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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新政治经济学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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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利用相关的新政治经济学理论，在强调利益异质性的基础上，借助压bbs

(1977, 1987)的派系政治周期模型与 Becker(l983)的利益集团理论，提出独立的 Hibbs­

Becker 模型（以下简称 H-B 模型）来分析由于决策层偏好的不同而导致的中国各阶段宏观

经济政策的不同价值取向，以及不同时期相关利益集团相互之间的不同压力对决策层偏

好变动的影响，为分析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变迁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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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由于我国的现实政治经济运作一直处于一党执政的状态，主流

意识形态又一再强询执政党与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一致性，这便导致了现实

的经济学研究中对人的利益（或偏好）的异质性研究的不够，在宏观层面上更

是如此。 但毋庸置疑的是，即使在单一 、稳定的执政党内部，也会由于决策层

偏好的不同而导致不同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出台，从而对宏观经济的走势产生

不同的影响。 改革以来的经济波动也印证了这一点。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对于中国宏观经济从决策到经济绩效之间的传导机制的漠视也大大降低了当

前政治经济学对经济现实问题的解释力度。

值得关注的是，近 20 年来，西方新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为解释上述问题提

供了很好的方法论及有益的借鉴。 具体就宏观政策而言，与传统经济学认为

的政策由最大化的社会福利函数决定的假设不同，新政治经济学认为政策是

由政治机制决定的，因而反映了大多数社会强势集团的利益。 当然，在中国，

由于政治运作的机制与西方不同，各利益集团对政治经济决策的影响渠道及

力度也与西方大相径庭。 但是，中国最高决策层偏好的不同对经济政策制定

的影响与西方派系斗争所导致的政治经济周期仍有着极大的相似性，因而有

必要借鉴他们的研究方法对中国经济政策的制定与传导进行较为深入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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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这正是本文的意义所在。
本文借助Hibbs(1977,1987)的派系政治周期模型与Becker(1983)的利

益集团理论，提出独立的Hibbs-Becker模型（以下简称H-B模型）来分析由

于决策层偏好的不同而导致的中国各阶段宏观经济政策的不同价值取向，并
进一步深入分析了不同时期相关利益集团相互之间的不同压力对决策层偏好
变动的影响，最后对建国以来的社会发展战略变迁（如“两个大局 “ 观）背后的
利益驱动作了简要分析。

一、政治经济周期、利益集团与中国现实

一般来说，我们把因政治的周期性波动而导致的经济周期称为政治经济

周期(PBC)。早期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认为，选举时间的不同会引起政府政策
的变化及经济产出的波动，反过来也就是说，政治家（特别是执政党）会试图操
纵经济的走势，从而来提高其再次赢得竞选的可能性（或所谓的选举年经济）。
经济学家把这种经济波动称为机会主义政治经济周期，例如Nordhaus(1975)

提出的PBC模型。但是，由于中国的实际情况，没有与执政党相对抗的反对
党，机会主义动机似乎并不存在，对于中央政府来讲更是如此。因此我们无法
简单套用上述机会主义模型来解释中国的政治经济周期。

然而，随着新政治经济学开始重点关注选民利益的异质性觅派系政治经
济周期理论开始出现。它们一般都立足于选民利益的异质性，用不同政党对
经济政策的不同偏好来解释现实生活中的政治经济周期。 自从 Hibbs0977,

1987)首先建立基本模型来分析由于选民的利益差别而导致不同政党对不同
政策的偏好，从而导致宏观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以来，已有许多学者在此基础上
进行了深入研究。Hibbs(1994)本人也提出了政党目标随经济状况进行调整

的新模型，证明即使选举结果中不存在不确定因素，随着政党执政期的延续，

也会存在党派之间的差异逐渐消失的情况。从这一理论在西方的发展历程来
看，其对现实的宏观经济波动还是有相当的解释力度的。 笔者认为，在中国当
前情况下，坚持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并不意味着在不同时期最高
决策层对经济政策的偏好不存在异质性。同时，由于中国经济发展中行政力

量主导的痕迹过千明显，最高决策层对经济政策的偏好必然会对中国的经济

发展战略产生极大的影响。因此，用派系政治经济周期来解释中国的社会发

展战略具有相当的可行性。

由千个体利益的异质性，利益集团很容易出现。利益集团理论开始于政
治分析，后被经济学家用来分析经济利益的冲突。一般来讲，利益集团指那些

具有特定的共同立场、观点和利益的人的
“
集合体”。 。西方集团理论认为，所

谓公共政策，是指某一特定时间内，团体间的争夺所达到的平衡。对利益集团

影响政治决策过程及结果的研究一直是西方新政治经济学关注的热点，贝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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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1983)利用一个简练的模型对特殊利益集团的影响进行了数学描述，以此

对利益集团之间的竞争进行了深入分析，其结论是政策倾向于增加具有较大

影响力的利益集团的福利。 这一理论涵义将在下文的H书模型中得到具体

的显现。 笔者认为，尽管我国利益集团的渊源与作用形式和西方的利益集团

有较大的差异，但其影响力的客观存在却是不争的事实。 我国当前的改革必

然要改变原有的利益格局，因此要求我们综合分析各集团之间错综复杂的利

益关系，以便合理引导，保障我国经济政治改革的顺利进行。

本文将借鉴基本的 Hibbs 政治经济周期模型，在修正其定义、内涵的基

础上解释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变迁与最高决策层对经济政策的偏好转变之间的

关系气并利用西方有关利益集团CBecker,1983)的压力理论来说明最高决策

层对经济政策的偏好转变背后的利益驱动。

二、H-B 模型：制度变迁与集团利益压力之间的传导机制

1. H-B 模型的假设条件

在建立模型之前，首先作如下三点假定：

第一，模型假定社会公平程度与经济增长速度之间是负相关的气基于

这一前提，由于各利益集团之间利益的异质性，可以把中国社会各阶层分为两
卢= 大利益集团：其一相对偏好更高的经济增长；其二则偏好更高的社会公平程

度。 由于这两个指标在社会发展不同阶段的表现不同，两大利益集团在社会

发展各阶段的力量（或者说是对国家最高决策的影响力）也不相同。

第二，政府力量的足够强大，可以通过宏观经济政策（或社会发展战略）的

调整来影响上述两个变量。 这种政府主导型增长至少在以前及现在是符合中

国实际情况的。 实际上，在政府占有或能够配置很大一部分社会资源，并直接

或间接主导经济发展的情况下，经济发展战略的实质是社会资源及产出的再

分配问题，此时的公平与效率之争也是政府的社会发展战略之争。

第三，执政党最高决策层在不同的时期具有不同的决策偏好，而决策偏好

的变动取决于两大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 在不同的时期，由于社会发展状况

的不同，两大集团的压力程度也互有消长。 同时，我们假定两大集团对最高决

策层施加压力都是有成本的，并且依据一般的经济社会规律，该压力成本边际

递增，而从中获得的政策变更的收益是边际递减的。

2. H-B 模型的具体推理

1阶段：政治决策与经济绩效之间的传导机制分析

首先，当经济绩效或执政党的政绩（或整个社会损失）可以通过社会不平

等度与经济效率损失程度来衡量时，基于Barro-Gaden模型气我们可以给出

关于社会损失的线性函数：

L=U+B（六— 元）2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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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L为社会不平等度与经济效率损失度所带来的总社会损失，U代表
社会不平等度，0代表社会民众相对于社会不平等度的经济效率损失度偏离

的权重，1C与元分别代表实际的与民众合意的经济效率损失度。 然后，为了表

示执政党中派系不同的政策偏好，我们借用Hibbs模型，将上述社会损失函
数改写为派系的损失函数：

Lp
= （U－ 辽）2 /2+乌(1C—元）2 /2 (2) 

在上式(2) 中，对于派系 P 来说，且是其合意的目标社会不平等度，元是
其合意的社会经济效率损失度，仇是其相对于社会不平等度的背离与经济效

率损失度背离两者的权重，U与 1C分别代表实际的社会不平等度与经济效率
损失度，两者都是财政政策（或宏观经济政策）的函数。 然后，我们进一步假
定，在一党执政的清况下，也可以 把最高决策层分为两个派系，他们对政策目
标有不同的偏好，也即具有不同的损失函数。 为了分析的方便，我们把两个派
系分别简化为左翼Z与右翼R气其中，左翼Z比右翼R偏好较低的社会不

平等度，因此也能容忍更高的经济效率损失情况，即能容忍更低的经济发展水

平。 另外，相对于实际社会效率损失度高于合意的社会效率损失度（即实际经
济增长率低于合意的经济增长率）来说，左翼Z觉得现实不平等度偏离于目
标不平等度的成本更高。 派系Z与R之间的区别可表示为：

Dz:::;;;DR ; 吃多点； 乌:::;;;eR (3) 

很明显，要得到派系政治经济周期，在式(3)的三个不等式中，至少一项必
须严格不相等。 然后，通过式(2)我们可以看出，派系对政策偏好的不同会带
来宏观经济指标的变化，这里当然主要是指社会不平等度与经济效率损失度
的变化，然后影响到经济损失函数的变动。 另外，根据前文的第一个假定，我
们可以大致得出社会不平等度与经济效率损失度之间的替代关系。 为了分析
的简便，这里我们假定：

U= — 亢 (4) 

我们将式(4) 代入式(2) 求派系所追求的最佳政策目标。 可以得到：
匕＝（U— 辽）2 /2＋乌(-U－元） 2 ／2 (5)

分别求匕关于 U的一阶导数与二阶导数，可得：

L乍＝U－UP 十伪U+0心 (6) 

L'/p =1＋Br>O (7) 

由式(7)可知式(5)有最小值，即派系能够得到自己的最佳社会损失。 使
L'=O，我们可以得出派系最佳的通货膨胀率：

up
= 1/（l＋凡）（让 －乌元） （8) 

根据式(8)，我们可以得出执政党内部派系Z与R分别进行最高决策时

的社会失业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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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 UR － 炖点）／（l+桯） （10) 

由式(3)可得 Uz<UR，同理可以得出 TCz> 压。 因此，当不同的派系进行

最高决策时，便会存在一个社会不平等度与经济效率损失度变动的政治经济

周期。 在左翼Z进行最高经济政策的决策时，会有较低的社会不平等度和较

高的经济效率损失度；而在右翼R左右决策层时，宏观经济情况便会与之相

反。 这充分说明，即使在同一执政党内部，由于政策目标偏好的不一致性，也

会导致不同发展阶段宏观发展战略的异质性。

II阶段：宏观经济决策背后的利益驱动

根据前文的假定条件，决策层偏好变动的根源在于两大利益集团之间的

相互博弈。 反过来也就是说，由于不同社会时期社会经济绩效的不同，两大利

益集团对最高决策层施加的压力也是不同的，归结起来，两者之间的博弈才是

不同时期宏观经济决策（或社会发展战略）具体变动的根本原因。 接下来，我

们把两大利益集团都看成是
“

经济人气用成本一效益分析法来进一步分析两

者行为背后的利益驱动规则。

我们把上述两个利益集团简称为集团l和集团2。 每一个利益集团都想

通过影响经济决策来提高其福利。 但这种影响是需要付出成本的，其中，集团

1获得的福利依赖于它施加给最高决策层的压力（或成本）和集团2施加的压
- 力（或成本），这里我们分别将其表示为价格 P] 和 P2。 压力的大小取决于集

团内成员的数目以及使用资源的数量。 集团1对政府的较大压力与集团2的

较小压力表明集团1对政治程序更有影响，使得集团1获得较多的社会福利。

我们考虑两大集团之间相互博弈下的均衡情况，为了分析的方便，假定两

个集团的总影响固定不变，这意味着规制活动是由每个集团的相对影响来决

定的。 每个集团在假定其他集团选择的压力水平条件下选择使其福利最大化

的压力水平。 由千较大的压力必然耗费集团较多的资源，所以每个集团都不

想提供过多压力。 一个集团运用的压力较小即意味着其他集团的影响则会相

对较大。 考虑到运用压力的收益和成本，给定任何 P2 值，能得到最优R值。

也(P2) 是集团 1 的
“

最佳的反应函数“，它描绘了集团 l 相对于集团 2 而言的

最佳压力水平。 如果集团2预期运用 P2 的压力，则集团1的最优压力水平为

也(P2) 。 集团2施加的压力越大，集团 l 的影响越小，集团1会运用更多的压

力以抵消集团2较大的压力以寻求最优。 这意味着也（ P心随 P2 上升而上升

（见图1)。

当两个集团都没有动因改变其压力水平时，便形成政治均衡。 假定集团

2运用压力 P仁则 Pi 为集团 l 福利最大化的压力水平；集团 l 运用压力 Pi,

贮为集团2福利最大化的压力水平，则 (Pi,P;) 即为政治均衡点。 政治均

衡点由两个最佳反应函数也 (P2)和也 (P1) 的交叉点来确定，在这个点上，两

个利益集团同时施加最优压力水平。 但政治均衡并不一定是帕累托最优，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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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 

叱(Pl )

也(pl )

。

因 p� P1 

图1 两大集团之间的博弈分析

个集团可以较低成本获得同等水平的相对影响。 同时，当其中一方由于外部

原因（如宏观经济状况的变化）而改变其压力水平时，都会相应地导致另一方

压力的变化，并最终形成新的均衡点。 在图1中，新的均衡点表示为(Pff,

P?）。 可见，由于利益的异质性及不同时期宏观经济绩效的不同，各利益集团

之间的博弈导致了最高决策层政策偏好的变化及经济政策的调整。

三、H-B模型的结论与政策涵义

通过对模型的前提及推导过程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几点结论：

第一，由于个体利益的异质性，即使在中国当前一党执政的情况下，各种

具有不同宏观政策偏好的利益集团也是客观存在的。 各利益集团之间利益的

异质性是最高决策层内部具有不同的政策偏好（或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具有不

同的政策偏好）的深层次原因。 利益集团的博弈、决策层宏观经济偏好的变迁

与社会经济绩效三者之间的传导过程可以简单地用图2来表示。

言团之间的
1 《：二二］ 1昙

经济绩效的

昙 亡
最高决策层偏好 宏观经济决策的
的转移 1 仁二:〉 1变更

图2 简单的政治经济互动图

第二，上文中，两大利益集团对决策层施加压力的大小对比决定其对政策

的影响力，而两者又会根据成本—效益分析及对方的反应来决定自己施压的

程度。 这便导致如下两方面的结果： 一方面，由于两个集团施加压力的边际成

本均会随之递增，而其收益亦随之递减，因此，对于偏好更高的社会平等度的

集团来说，当前社会平等程度越高（也即社会经济增长越缓慢），其对决策层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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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压力的边际收益就越低，因此也就越没有动力对最高决策层的宏观经济决

策去施加压力。 但反过来，在这个时候，偏好更高经济增长度的利益集团的潜

在收益也就越大，因而也就越有动力，并愿意付出更高的压力成本去影响最高

决策层的决策过程。 如此，与两大利益集团压力消长相伴随的是最高决策层

派系间力量的消长，这同时也表现为在不同时期最高决策层对相关社会发展

战略偏好的转移。 另 一方面，由于棘轮效应的存在，两大利益集团之间的施压

成本往往会呈现交替上升的趋势，这说明，利益集团之间为影响最高层的政策

决策而进行的竞争耗尽了大量经济资源，导致帕累托非最优效率，因为他们完

全可以在双方都保持较低压力的情况下实现均衡。

第三，通过综合分析，我们可以进一步得出，从长期看来，两大利益集团之

间的相机抉择并不是最优的社会选择，压力成本的交替上升与决策层偏好的

阶段性转移必然导致一定程度的社会资源浪费。 由于经济改革的深化必然要

求政治决策机制的优化，因此必须对相关利益集团的约束机制进行研究。 就

国外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与经验来看，对利益集团及派系的可行性约束是使相

应的宏观政策目标
＂

宪法化
”

，并通过相应的机构设置来尽量摆脱利益集团或

派系对其的影响。 比如说与越来越多的国家将通货膨胀目标写入法律中，并

明确规定由独立的货币机构来对其负责。

在上文分析的基础上，利用H-B模型，可以对邓小平的
“

两个大局观
”

进

行简要的分析：我们将东部与西部简单地看成是两个利益集团，在经济发展水

平既定的情况下，由于东部具有较高的经济发展潜力，因而相对更偏好效率；

反过来，西部则更偏好公平。 考虑到两者施加压力的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当

社会经济增长速度越低，社会平等程度越高时，意味着东部利益集团的潜在边

际收益较高，因此就越有动力去对政策的制定施加压力；反过来，当社会经济

增长速度越高，社会平等程度越低时，则西部利益集团潜在边际收益较高，其

压力也就相对较大。 不同时期两大利益集团压力的不同反映在中央最高决策

层的偏好变迁上，也自然反映在社会发展战略的阶段性差异上。

最后，该模型的缺陷与不足。 笔者以为，尽管该H-B模型利用新政治经

济学中的派系政治周期理论与利益集团竞争理论，结合中国政治经济现实情

况，为分析政治决策与社会经济绩效，以及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与社会发展战

略之间的传导提供了一个基本的政治经济框架，但作为一种尝试性的研究，仍

然在形式与内容上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 比如，该模型在表现形式上较为松

散，整合性不够。 同时，由于无法在对利益集团的压力成本及由此造成的社会

损失进行数学描述，因而模型的微观基础较为薄弱，有待进一步充实。

注释：

O在新政治经济学中，把事物的不同特征称为
“

异质性
”

，或是利益的
“

非一致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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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J迁中丰：《利益集团》，经济日报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3 页。

＠在最初的模型中，比bbs 是由观察美国两个政党有不同的经济政策偏好开始的，这又源

于两党选民经济偏好的不同。 尽管在中国没有与之相对应的选民政治，但由于当前中

国中央与地方、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各利益集团之间具有的不同偏好，我们完全可以

将 Hibbs 的观点应用到中国当前的现实经济决策中。

＠这里，我们大致可以用一定时期的基尼系数与 GDP 增长率来分别表示前者及后者。

＠该模型最初用来表示选民的不满意程度，其详细解释可见 Allen Drazen (2000)，但在本

文中则用来表示派系对社会损失的不同偏好。

＠这里的左右之分只是为了经济分析的方便，并无其他特定的涵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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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Chinese Social Developing Strategy: 

A New Political Economic Per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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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 of Economics , Fudan Uni也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new political economic theorie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an independent model of Hibbs-Becker (H- B model) by means of 

Hibbs'model of in- group political period and Becker's theory of inter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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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s, emphasizing on the heterogeneity of interest. It analyzes the differ­

ent value tendencies of China's macroeconomic policies in different periods, 

which are resulted from the deciders' taste. Meanwhile, it also analyzes how 

the stresses from the interest groups in different periods affect the deciders' 

taste, and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the study on the changing of Chi­

nese economic developing strategy. 

Key words: new political economics; heterogeneity of interest; political 

business cycle; interest 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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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eractions of Announced Earnings, 

Cash Dividends and Stock Dividends 

CHEN Gong-meng1 , GAO Ning2

(1. China Venture Copital Research In立itute(Hong Kong), Hong Kong,China; 

2. Guo Tai A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 Ltd., Shenzhen, 518034, China)

Abstract: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information content of annual ear­

nings and dividend announcements made by Chinese listed companies. Ear­

nings, cash dividends, and stock dividends are announced concurrently in 

China and so this allows for the tests of their information usefulness and of 

the interactions among the three signals. Based on a data set of up to 1,232 

announcements, we find that unexpected earnings, proxied by earnings 

changes, are positively related to abnormal returns, which shows that earn­

ings are used by investors in setting market prices. If the sign of the unex­

pected stock dividend(increase, decrease) is the same as the sign of the un­

expected earnings, then the earnings signal is stronger. If the signs are op­

posite, the earnings signal is weaker. Unexpected cash dividends have little 

impact on the earnings signal, which is in consistent with the dividend irrele­

vance arguments. Further, our results are robust across a number of sensi­

tivity tests. 

Key words: earnings, dividends, information content, interaction 

（责任编辑 全澜）

• 99 •




